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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代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的批评家和
作家尖锐地提出，有些当代文学作品越来越低于现实
生活，甚至认为“现实生活本身比当代文学要精彩得
多”。这无非指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比文学想象更
扎实更厚重更精彩；二是有些当代文学作品对现存冲
突的解决远远低于现实生活，不能扣人心弦和启人深
思。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界三种创作倾向。
一是有些作家不是深入生活，感受生活激流，而是远
离生活，向壁虚构，作品不仅鲜能震撼人心，而且缺
乏历史激情，完全无法与现实生活相比。二是有些作
家在解决现存冲突时不是高于现实生活，而是低于现
实生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的智商。这些文
学创作既不能对现实发展知微见著，也没有画出当代
人的灵魂。三是有些寄生在当代历史碎片中的作家执
著于躲避崇高和挖掘自我，甚至陶醉在杯水风波中。
这些作家写出的文学作品低于现实生活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认为有些当代文学作品低
于现实生活，既不是颠倒了文学想象与现实生活的辩
证关系，也不是否定文学想象，而是对当代文学向下
坠落倾向的强烈不满。这就是他们坚决厌弃那些向下
坠落或低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呼唤放飞文学想象
的力作。

其一，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生活现象即使很精彩
很魔幻，也是局部的。作家如果反映这些局部生活，
就必须去粗取精、去芜存菁，就必须透过现象把握本
质、超越局部把握整体。这种典型化的过程是离不开
想象的。想象不仅有助于作家超越他们所处的现实生
活的局限，而且有助于作家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
础上看到历史发展趋势。可以说，没有想象，作家既
不可能把握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也不可能把握整
个历史运动。现在有的作家虽然认为作家是人民的一
分子，作家应该从自我出发来写作，从自己感受最强
烈的地方入手，写自己最有把握的那一部分生活，但
却强调如果作家从表现自我出发，如果能够超越个人
恩怨，那不过是作家的痛苦和时代的痛苦碰巧是同步
的，而不是作家应负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作家感受
最强烈的地方和整个社会生活是分不开的，是整个社
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作家绝不能局限在这种感受
最强烈的地方，而应从这种感受最强烈的地方出发并
超越它，否则，就很难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本质方
面。比如红学研究的分歧，绝不是表现“大我”与揭
秘“小我”的差别，而是把握整体与把握局部的区
别。李希凡认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虽然对曹雪芹
及其家世的考证解开了作家之谜，但却混淆了素材与
创作的关系，认定 《红楼梦》 是写的曹家家事——

“贾政即曹頫”，“贾宝玉即曹雪芹”，把这部伟大文学
作品完全归结为“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上面”，
仿佛《红楼梦》是一本平淡无奇的家事纪实。考证派
红学在一定程度上孤立把握了社会生活的局部。而李
希凡则认为，《红楼梦》真实而深刻地概括和描绘了封
建社会生活，是对封建社会末世的整体反映，是“封
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这是力图把握整个社会生活。社
会生活的局部是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作家
虽然不能轻视局部生活，绝不能局限于一己之我、瞬
时之我、碎片之我，而应超越局部生活，从而把握整
个社会生活。这就是说，广大作家不能局限在自我世
界里，而应自觉地把审美超越和现实超越有机结合起
来。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反对艺术家像鸟
儿似的为自己唱歌，认为那些优秀的人如果逃避到自
我世界里，绝望地对这个沉重现实束手无策，无可奈
何，并把这种自私自利的、胆怯畏缩的感情引为骄
傲，轻蔑地看待那个不值得他们感到痛苦和欢乐的社
会；盘踞在自己的幻想城堡的收拾得很漂亮的楼房
里，透过五彩缤纷的玻璃来看世界，像鸟儿似的为自
己唱歌，就只有才能的毁灭这种结果。（见《别林斯基
选集》 第 3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97—
598页。） 向下坠落是才能的毁灭。当代文学绝不能向
下坠落，要在深入把握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的基础
上向上飞翔。

其二，文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正如黑格尔
在把握哲学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时所指出的：“哲学与它
的时代是不可分的。”一方面，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
以外，另一方面，哲学又是超出它的时代的。文学也
不例外，既是时代的产儿，也是超越时代的。这就是
文学不仅反映现存冲突，而且解决现存冲突。作家解
决现存冲突是离不开想象的。想象不仅有助于作家准
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而且有助于作家在把
握历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解决现存冲突。即使最纯粹
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也饱含革故鼎新的激情。元代
文学家关汉卿的现实主义悲剧《窦娥冤》就既有对自
古无人不冤的衙门的清醒，也有窦娥最后发出的三桩
誓愿的怒吼；既有女儿窦娥屈打成招后的冤死，也有
父亲窦天章秉鉴持衡的昭雪。恩格斯在区别不同历史

环境的基础上虽然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硬塞”进
对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但却并不完全
反对作家提供这种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只是强调
作家在不同历史环境里对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
决办法要有所不同。（见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页。）作家对现存冲
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既有对现实世界的揭露和批
判，又有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创造。不过，作家创造
的理想世界却不是向壁虚构的，而是昭示现实世界的
可能发展。文学批评家余英时在批判以往的红学时就
颠倒了这种文学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
余英时没有深刻把握《红楼梦》的现实世界与它的理
想世界的辩证关系，因而认为“自传说”所处理的只
是作家生活过、经历过的现实世界或历史世界，而新

“典范”则要踏着这个世界，攀跻到作家所虚构的理想
世界或艺术世界。这就是新“典范”在突破“自传
说”的牢笼后进入到作家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余
英时甚至认为曹雪芹的创作企图——即他的理想或

“梦”——才是决定《红楼梦》的整个格局和内在结构
的真正动力。这就是说，《红楼梦》的理想世界不是现
实世界的可能发展，而是决定 《红楼梦》 的现实世
界。这显然是一种自大幻想。马克思在区别唯物辩证
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曾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
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
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见《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第112页。）这就是说，作家的主观评判不能脱离人民
群众的历史评判。只有立足于作家的主观评判与人民
群众的历史评判的有机结合的基础上的想象，才是有
生命力的。

文学想象既是作家的联想能力和创造能力，也是
作家的把握整体能力和解决社会冲突能力。因而，
这种文学想象既立足现实生活，也超越现实生活。
很多作家贬低文学想象的把握整体能力和解决社会冲
突能力，而是热衷于实录或原生态写作。他们除了创
作出低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以外，很难立足于人类
文学史。

放飞文学想象的翅膀
□郭海军

激活中国解释学的内在活力
□朱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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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说法出现，一说：文艺家是艺
术的上帝，境界在其胸中，自有创造万物的特权与本领；另
一说：文艺的上帝是读者(观众)，其褒抑取舍，有决定艺术
品存在价值的权利与自由。如果从单向度的因果关系看，
这两种说法显然各有其道理，不过我更相信，在文艺面前有
两把永恒的尺子，一把是民心，另一把是时间。文艺若不与
民心相通、相谐，被人弃时也快；作品若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便终不能在文艺园地扎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的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
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
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
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
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
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
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
心。”这不光是一种理论上的确证，而更主要的，是再一次明
确了过去与现在所一直面临并关系到文艺活动实际效果的
关键性问题。

与民众休戚与共，永远不背离生活的泉源，这是为中外
古今大量成功的创作实践所一再证实的宝贵经验，更是社
会主义文艺所一再强调的。可是，我们回头认真审视前些
年的文艺创作现象，却不难发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譬如，
有的文艺创作者因为成了名，得到了体面的位置、优厚的待
遇，便不肯继续在体验生活与提高感情力度方面投入时间
与心力，总是漂浮在上面，因此，“富贵病”渐渐缠身，致使其

“创作”成了平面滑行的自我重复；有的创作者对生活开掘
的底气不足与创作上的密集表现形成很大的失调，结果使
得“创作”成了某种花样翻新式的敷衍；有的热衷于包装及
造势，因而使其“创作”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奢华阵容，其中不
乏以小充大、以少充多、以次充优的造作意图，即借外在形
式扩张而引人眼球，壮大声势；而有的创作者则无视欣赏者
的审美期待，在过多信奉“自我感觉”的基础上，自说自话，
自我陶醉，这种类乎玩魔方式的“创作”，被接受者冷落、甚
至摒弃是难免的。如此等等，从事创作者确乎避免了奔波
劳碌之苦、体察民情民意之累，但其艺术的生命活力便不可
避免地出现衰退，其作品必然会显出缺乏底蕴的苍白，或如
严重缺钙的病体。

社会主义文艺说到底是与民众密切的事业，所以，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使其成为人民群众能够感受并愿意接受的对象，则必然
需要文艺家真心实意地置身民众之中，领受风雨，体察甘苦，以至在对现实
精神的理解上与民众赤诚相照、情意融合。这是首要的一步。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
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
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作家或艺术家只有敞开胸襟面对并拥抱现实和人生，体察到社会现实和
人民大众的精神，才可能真诚相许，并与之对话。当然，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
力，需要经受几多劳碌、几多磨砺、几多甘苦，甚至甘于终生寂寞与清贫。其
实，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中，始终保持着关心现实，关心人民，忧国忧民的内在精
神，而这也正是那些不失良知的文艺家将自己置于人民之中，想人民之所想，
忧人民之所忧，成为人民命运的关怀者与代言人的奉献，如杜甫所深感“穷年
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不少献身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艺家继承了这一优秀
传统，并不断注入新的精神内涵。

作家路遥曾经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讲过：“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
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
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
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古今中外，所有
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摒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
的。……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
音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是能听出来的。”这是由衷之言。作为心中
想着读者的作家，或是想着观众的艺术家，往往要对接受者的审美期待、审美
能力等予以悉心关注。这意味着，文艺创作者首先要立足于其生存的大地，保
持与社会、民众心灵上的息息相通。同时，作为一种精神世界的向导，文艺家
还需要以强有力的精神力度奋然跃起，不断突破已有的模式，不断攀上新的高
度，扩大审美视界，大胆追求独到与新颖，经过坚韧的努力，潜移默化地导引接
受群体鉴赏力的提升。这是一种贴近与超越同态相谐的审美进向。为此，便
同样特别需要文艺家首先能够沉下心来，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全身心地体察民
生，倾听民声，与民众进行心灵的沟通，并从中获得独到的审美发现。文艺家
置身现实，直面人生，以具有鲜明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意识，以强烈的社会道
德责任感，到民众间去体察，去发现。这个过程即包含着对艺术家创作活力的
激发与召唤，其积极的取向通常可以促成独特的创作冲动与契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解释学或诠释学一度成为
国内学界感兴趣的前沿方法论，中国学者在解释学里发
现了中国传统的经传注疏之学的一种新的理论再造的
可能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需要自己
的解释学理论。因此，创建中国解释学成为学界的理论
诉求。

在刘毅青看来，作为现代人文学的中国解释学的建
构应该从个案入手，从具体的经典阐释入手。刘毅青认
为，以西方解释学作为参照，徐复观在具体的思想史艺
术史解释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解释学理论。徐复观的
解释学来自中国经典的解释学实践，是对中国解释学经
验的总结，是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的注释方法向现代解
释学迈进的典范，同时又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解释方
法。

正是在这一理论思考中，刘毅青的《徐复观解释学
思想研究》一书从徐复观在思想史、文学批评史与艺术
研究的具体阐释中梳理出其解释学思想，从思想史的角
度，力图将徐复观的学术贡献还原到原初语境以及本自
具有的问题意识和观念系统。刘毅青借助于一种独特

的解释学理路，重新梳理了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对其
做深度的推进，并力图摆脱那种将徐复观纳入西方解释
学架构进行简单比附的做法，以徐复观自身的解释脉络
为线索，呈现其解释学的特质。刘毅青认为，徐复观的
解释学思想是以“追体验”为中西，由于徐复观的学术研
究以思想史为中心，实际是结合着哲学、文学、艺术、史
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刘毅青对徐复观的各个研究方向中
所运用的解释学思想都充分挖掘，有较为深刻的理论分
析，其中新见迭出。

刘毅青带着自身强烈的问题意识进入到新儒家，尤
其是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研究，对刘毅青来说，他通过
徐复观的解释学试图回应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代的语
境中重建中国思想，以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刘毅青对中
西解释学不同的辨析并非刻意要区别于西方，而是希望
以解释学来贴近中国的哲学特征，他肯定中国哲学的根
本特质在于以生命实践为核心的体验。刘毅青尤其凸
显了徐复观方法论的双重批判立场对当下中国学术研
究依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即一方面反对固守乾嘉学
派的保守立场，此一立场依然是当代许多学者所显在或

潜在抱持的学术态度，集中表现在对事实考据的狭窄兴
趣上；另一方面又在同情地理解西学的视野下，坚守文
化本土化立场，其对工夫论或修养论美学的强调，论证
了当代美学发展的另类可能。

《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一书突出地将解释学在
坚守客观理解的立场时所面临的内在困境展示出来，解
释的目的是希望客观的解释经典，但任何的理解都难免
超越解释者自身的历史和思维局限，我们只能无限接近
原意，而不能完全把握原意。但在刘毅青看来，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意解释只能走向一种主观性，而是以
此作为提醒解释者理解自身的局限，在原意的牵引下尽
力靠近原意。刘毅青在这种辩证运思的过程中也展示
了一种中国解释学的实践可能性。刘毅青教授从解释
学角度对徐复观思想的重释，其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为
徐氏研究本身开辟了一条新路，而且由于该著激活了徐
复观思想的内在活力，使之与当下学术实践具有一种回
应关系，对当下的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有一定的启示意
义。我认为该著填补了国内学界的相关空白，相信对今
后的中国解释学研究会产生一定影响。

“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可以休矣
□仲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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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5日，新年伊始，刘云山在全国宣
传部长会议上再次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推动作家艺术家更好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创作更多充满真情、打动人心的文艺作
品，尤其要提高作品质量、讲求社会效益，防止惟
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防止“三惟论”的错
误倾向，是对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贯彻落实，为我
们坚持科学的文艺批评，促进文艺创作的健康持
续繁荣，积极建设文艺工作的“新常态”，提供了
理论指南，指明了努力方向。

如何认清“三惟论”的实质，涉及到以什么样
的视角认识文艺的价值，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
艺的功能，以什么样的思路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
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10·15”讲话中特别强调，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工作不能迷失方向，不
能做市场的奴隶。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
就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迷失了文艺方向、做
了市场奴隶的错误倾向，是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
一种不健康的“非”常态，必须防止和加以改变。
过去，曾经简单地让文艺从属于政治，吃了苦头；
但不能因此就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单
向思维，又走向文艺笼统地从属于资本、从属于
利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
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理应坚持人类艺术地即审
美地把握世界与人类经济地、政治地、历史地、哲
学地、宗教地等方式把握世界，是互补并列的关
系，而不存在什么“从属”关系。文艺一旦“惟”属
于了什么，就意味着思维上的是此非彼，就失去
了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对于坚守人类精神家园
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如此丧失辩证思维，也就丧
失了文化自觉，丧失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清醒分
析和深刻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艺是一种审美的
独特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在

“8·19”讲话中就从国家、民族的未来出发，强调
我们现在的工作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
年不变的同时，要坚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

极端重要的工作，万万不能忽视。而“三惟论”的
实质却是只承认文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
属性，否认文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独特的意识
形态属性，把文艺这种人类的精神生产完全等同
于物质生产，只讲“市场导向”而放弃了“价值导
向”，为文艺创作的盲目西化、过度娱乐化大开方
便之门。哲学通，则高屋建瓴，一通百通；哲学错
了，就会或误入歧途，或四处碰壁。只有叫停“惟
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发扬执其两端、关注
中间、兼容整合、全面辩证的和谐思维，我们的文
艺工作才能实现习总书记所强调的“把服务群众
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适应需求和提高素
养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号角，体
现这个时代的风貌，引领这个时代的风气。

文艺创作和批评不能只讲票房、只讲收视
率、只讲点击量，忘掉了教育引导群众，忘掉了提
高民族素养。票房不等于演出质量，收视率不等
于收视质量，点击量不等于真理性。理论思维的

“失之毫厘”，就会导致创作实践的“谬以千里”。
票房、收视率、点击量，都是应该重视的市场因
素，不能全盘否定，但也不能让它们成为文艺作
品追求的惟一目标。惟票房、惟收视率、惟点击
量，在总体上势必让文艺一味消极顺应，放弃了
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即放弃了积极引导。毋庸
否认，由于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和错
误思潮的影响，中华民族群体鉴赏心理中，除其
主流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传统美德的深情
呼唤外，还存在着落后的、愚昧的、不健康的因
素。如果思想品位不高、文化内蕴稀薄、审美格调
低下的文艺创作和批评持续作用于观赏者的鉴
赏心理，势必进一步营造出一种肤浅、浮躁、畸
形、油滑的群体性审美定式。这对于提升中华民
族的整体精神素质极为不利。因此，必须辩证地
看待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的价值。

以收视率为例来说，收视率是电视文艺作品
能够安身立命的重要一维，应该纳入收视评价体
系，但是，收视率统计必须科学，而现行的收视率
统计方法是不科学的。且不说抽样调查对象的阶

层、职业、年龄、地区等分布情况的不均衡，不能
覆盖工农兵学商、知识分子和干部队伍，不能覆
盖老少中青，不能覆盖老少边穷；单就是泱泱大
国，13亿之众，只有区区8000余户抽样，根本不
可能广泛代表人民。尤其是发展到了为追求高收
视率而造假的地步，我们就更需要警醒了。其次，

“惟”收视率并对收视质量置之不理，是不科学
的。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不能
忽视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电视文艺作品的收视质
量。构建收视质量的科学评估体系，是当务之急。
收视率的统计和收视质量的评估，都不是一时一
地的，应该各自建立多元化的对象范围和长时段
的检验机制，然后，有意识地关注它们之间的互
动关系，找出规律、指导实践。像《北平无战事》这
类一出场就收视率和收视质量“双高”的作品，尤
其值得我们总结经验，加强政策和舆论的扶持工
作，让它们充分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鼓
励和文化支撑的作用。再次，对收视率与收视质
量关系的认识，也应务求科学。这两者完全不是
一回事，也并非成正比关系。收视率虽高而收视
质量并不高，收视率虽一时低而收视质量并不
低，这样的矛盾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还珠
格格》《乡村爱情》收视率一路飘红，但从长远看
社会效益并不好，不利于青少年的精神成长，拉
低了观众的审美趣味；《南行记》《木府风云》首轮
收视率平平常常，但以优良的收视质量提升了观
众的审美品位，而且从长远看值得反复播出，持
续吸引观众。一个是“一播即死”，一个是“久播不
衰”，哪一种更应该推崇？我们要做出清醒而自觉
的选择。

盲目追求票房、收视率、点击量的行为，从根
本上说，与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盲目追求观赏性
有关。观赏性作为一个接受美学的概念，其所引
发的相关问题，只能在接受美学的范围里一靠净
化鉴赏环境、二靠提高观众审美素质来解决，而
不能推给创作美学去解决。创作美学可以致力于
解决思想性、艺术性问题，因为它们是作品自身
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

量。与之相反，观赏性是一种变量，是因人而异、
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其实质是“观赏差异性”。
虽然它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有很大关系，但
主要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和审美
情趣，及其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历史条件、文化
环境和审美空间。就是因为观赏者的审美品位并
非整齐划一、一成不变，文艺创作和批评才坚决
不能信奉“尾巴主义”，不能以“迎合”的形式来

“为人民服务”，不能纵容那些让观赏者止于养眼
而无益于养心、止于欲望而放弃希望、止于视听
生理快感而错失精神美感，甚至是花眼乱心、败
坏性情的低劣作品，而应该让那些有思想性的艺
术与有艺术性的思想和谐统一的作品来引导人、
塑造人、鼓舞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
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的欣赏对象。所谓“惟票
房、惟收视率、惟点击量”是市场经济“大势所趋”
左右一切的论调，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操之过
急、凸显了文化盲目和自卑的错误倾向，有悖于
文艺发展的规律，有碍于以文化人、以艺养心。

“三惟论”不仅不符合辩证法，也不是唯物主义
的，而是真真切切的“惟‘物质’主义”。马克思早
就指出了资本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一致性，认为

“资本生产对于精神生产的某些部门说来，如艺
术、诗歌，是死敌”。文艺创作和批评一定要坚持
社会效益最高的准则，一定要“导向为魂，内容为
王”。如果放弃了引导和提高，任由“三惟论”泛
滥，就会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置换成以某
一特定人群为中心，没有了人民的整体概念。这
必然导致文艺消极顺应市场趣味，强化群体鉴赏
心理中的落后、愚昧、不健康的因素，而被强化的
这些负面因素，又反过来刺激文化盲目的创作者
创作出格调更媚俗的作品。于是，形成精神生产
与文化消费的二律背反、恶性循环，以“为人民”

之名，行“伪人民”和“为人民币”之实。长此以往，
我们的民族就会失去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的文化根基。

要彻底防止“三惟论”的错误倾向，就必须加
强对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坚守，对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守，
对外来文化实行鲁迅主张的“拿来主义”立场的
坚守；就要充分确立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红色文化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永存魅力的自信，对与时俱进的中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文艺创作与鉴赏的一元化主
导作用的自信，对世界先进文明中适合中国国
情民情的东西能够为我所用的自信。有了这样
的坚守和自信，有了这样的理论定力，文艺才能
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提
高作品质量、讲求社会效益”，才能不再做“市场
的奴隶”。

人类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已经反
复证明：在和平时期，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
地区与地区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文化软实力的
竞争。夯实了文化软实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
真正地站起来、行走在世界上。优良的文艺生态
环境，是涵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弥足珍贵的文
化软实力的丰厚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只要坚
持文艺的人民性，一定会创作出“既能在思想上、
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作
品。书籍、电影、电视、网络文艺作品都是对内“凝
魂聚气，强基固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
国精神的重要载体，都承担着讲清楚中华民族文
化对人类文化做出的独特贡献的使命。文艺创作
和批评理应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大局，为人民立
言、为艺术立命、为民族立人。文艺工作者理应自
觉把握文艺创作与批评不从属于经济思维和工
具理性思维的独特规律，自觉认识文艺化人养心
的独特功能，自觉践行文艺不可懈怠的历史责任
和时代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胸怀大局、把握大势、
着眼大事”，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而积极努力。

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大家谈大家谈◆


